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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计酒”具 2. “计酒”具正、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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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一 吴六郎 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惠成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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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燕 （江西省电力技术职业学院 ）

自 1988 年上半年至 1999 年下半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 602

所的基本建设，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进行了十
余次的考古发掘。在以上的考古发掘
中，先后出土了十余件形状特殊、用途
不明的瓷质器物。这些器物在出土前均
已破损，但不影响其型制特征为一致的

认识；其外观形体为上小下大的带喇叭

形的内空圆柱体。不过它们的体积各有
大小、高低也有差异。这种器物由细腻
灰白的瓷质为胎，大多数的表里无釉，

只有少数的器表或下半部有釉，但釉均

不及底。这种器物的器表都非常光洁，
器底足也十分圆滑，整体形制异常工

整。这种器物的上半部为圆柱，柱体中
多有竖向垂直的穿孔，少数的穿孔未贯

通；下半部为圆柱体逐向下外扩的喇叭

形器，器内全部中空。在器物的中部偏
下处均有穿孔，除一件为一对相靠平行

的穿孔外，其余的穿孔均为一个并各有

形状和大小。此类器物上多有刻记，刻
记的位置多在器物上半部，少数在中

部，下半部未发现刻记，但在个别器物

的器底内面则有之。
在这种器物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

件于 1988 年 10 月出土。这件器物通体
为素胎，质坚胎细，火候较高；器底足浑圆而平滑，造型端庄

而稳重，其内空面毛糙，手触之有凹凸之感。器物通高为
14.6 厘米，上半部的圆柱直径为 7厘米，圆柱顶面有两圈大

于柱孔的弦纹。柱体有贯穿的竖向孔，孔与圆柱同一圆心，
柱孔直径为 3.2 厘米；孔壁不光滑，孔向下直径渐小并与喇

叭形内空相通。在圆柱上端的外壁上分布有八道弦纹，排列
的间隔不等分。喇叭形足的底径为 13 厘米，其壁厚向下渐
薄，为 1.6~0.8 厘米。该器的中部偏下处有一穿壁孔，形状为
正立的火焰形，有残破；此孔宽为 2.8，高约 1.7 厘米。在此孔

的上端处有不等分的六道旋纹分布在器物的外壁上。自穿
孔处起至器底有近器下半部五分之三的圆弧性破损；该器

残重为 2千克（图一）。在器物上半部的圆柱外壁上，有一横
行横书（内有两字为直行直书）和一直行直书的刻记。横行
横书的刻记由左向右识读（内有两字由上向下识读），为：

“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惠成计□”，其中最后一字不识；直
行直书的刻记自上向下识读，为；“吴六郎”（拓片一）。这件
器物是这种器物中刻记字数最多的一件，共计有 17 个字。
不少专家对湖田窑出土的这件器物极为关注，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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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有的认为其为支烧具①；有的认为其为旋坯、利坯的利
头②；还有的认为其为陶车的转轴③。而对那条横行横书刻记
的最后一字也有专家认为其为“用”字④。
在仔细分析与研究之后，专家们基本同意这种器物的

流行时间为北宋中期至南宋晚期。

一、这种器物在制瓷中具体用途的探讨

将这种器物称之为用具并视之为制瓷用具是很有道理

的，但有专家把这种器物视之为窑具，即支烧具或支座、底
垫。通过对器物的观察后感到有否定的理由。由于瓷业生产
是一种商品生产，那么成本应尽可能地设法降低下来，因此

也就不可能用这种花费太多的器物来作为支烧具；作为支

烧具通常不需要严格的尺寸、形状和材质，其替代品也有不
少，并且用于窑具的制作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精细，材料也

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讲究，更没有必要在器表留下如此慎重

其事的刻记；况且在这种器物上，也未发现有流釉、落渣和
成瓷后再过火的痕迹。有专家把这种器物作为旋坯、利坯具
，即作为陶车上旋坯、利坯的支撑体———利头，使其成立的
理由也不充分。作为旋坯、利坯的支撑体，一般为木制，目前
能见及的文献记载也是如此；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
记载了这种设施，称这种支撑体为“盔头”，为木制⑤；清代朱
琰在《陶记》中的记载更为详细，云：“旋车与拉坯车相等，中
心多一木桩，视坯为粗细。其顶浑圆，包以丝棉，恐损坯里
也。旋时，坯合桩上”⑥。很明显，用木来作旋坯、利坯的支撑
体不仅符合材料的选用，而且制作起来也十分方便。如用瓷
制，不仅有材质坚硬易伤坯的不宜，而且“盔头”成形和成瓷
之时也会产生变形。有专家把这种器物作为陶车上的构件，
即转轴似乎有些道理，但细辨之后也有否认的理由。这种器
物上半部的圆柱并非全有贯穿的竖孔，于是就否认了将其

套入陶车立轴以增加旋转惯量的可能；如将这种器物不贯

穿地套扣在陶车立轴的上端或垫承在其下端，也就是作为

轴顶具或轴垫具的话，那在这种器物的内空处一定会留下

经旋转而产生的摩擦痕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这种旋
转痕迹的器物出土。
综上所述，有关专家对这种器物的具体用途都是不能

成立或难能成立的。不仅如此，对那个不识之字辨之为“用”
字同样也不能成立；细辨此字，可以看出此字为左右结构，

偏旁的存在否认了此字是半包围结构的“用”字。

二、对横行横书刻记的最后两字
的辨认与释读

对横行横书刻记的十七个字中的前十六个字，都有清

晰的辨认，在释读上也没有歧义。不过，除去最后一字是否
为“用”字存在相左意见外，对其倒数第二个“计”字也有认
知上的不一；这个“计”字，在辨认上没有问题，但有意见认
为此“计”为同音假借的“记”字。其实，“计”在字意、用法上
都不同于“记”，尤其用于物件上的标识，更是如此；“计”在
这条刻记中充当谓语，为及物动词，有用算、算术之意⑦；在
宋代文献中，“计”字常用于计算，如乾道五年三月：“知镇江

府陈天麟言：本司昨奉指挥，将归正人顾政等二百一十八

户，大小计一千一百一十口”；嘉泰元年三月，临安大火。七月
统计无处栖身户，“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家，计五千三百四十五
口”⑧。而“记”字，在用于物件标识中的寓意为表记、标志、认
记和记号。有时“记”在标识性语句中充当谓语；如江西波阳
北宋政和元年熊本妻施氏墓出土的青白釉印花盒，盒底竖

印“汪家记正”⑨可为其例；但在用于物件标识的一般情况
下，“记”多为不及物动词而设在句子的末尾，如宋代的青白
瓷盒“底部多印有‘某家盒子记’等铭记看，无疑都应是景德
镇的输出品”⑩，则可为其例。有关文献与资料表明，“计”与
“记”相互换用的现象不光是现在没有，连古代也未见及。因
此，此“计”非“记”也。
该刻记最后一字，有偏旁存在可以明确；在此字的字形

和笔顺支持下，有专家将其辨认为“记”字。如其为“记”，此
字的左偏已作简化，既与相应年代“言”部首的书写规则不
合，也与同一刻记的“计”字部首写法不一；尽管宋代有
“记”字简化的实例輥輯訛，但为数甚少。况且，“计、记”两字合为
一辞，无法得到合理的释读。
有将此字的左偏辨认为“三点水”者，并将“三点水”与

其右旁视为宋代“记”的右旁常出现的“巳”相组合，此字则
合体成为“汜”字。“汜”字之意，可为“决复入为汜”輥輰訛；亦可为
“穷渎，汜”輥輱訛；也可通“涘”（“涘，水边也”）輥輲訛。“计”与“汜”的这
三种辞意中的任何一种合为一辞，辞意同样都是无法得到

合理的释读。于是，此字右旁明显不是“巳”；而与“巳”形似
的也是经常相互错识的有“己”、“已”和“ ”；在这三种最有
可能的相互错别中，将此字作为“氾”的可能性比较大。好在
江苏宝应县南“氾光湖”的历史资料有提示作用；“‘氾’，一
作‘范’，或误作‘汜’”輥輳訛，说明古代确有将“氾”误作为“汜”的
情况，因为“氾”、“汜”和“记”三字确实极易混淆。所以相互
误识的概率较大，相互错识的现象也较多。除“记”字的右旁
误识或错别为“巳”在宋时瓷盒、瓷枕的款识中有过多次出
现輥輴訛外，也有将“氾”误作为“汜”的例证，但将“汜”误作为
“氾”或错别为“记”的例证则没有见及。

“氾”与“范”同音，可以互用；将“氾光湖”也可以写成
“范光湖”就为其例。于是，这条刻记的最后一字就可以成为
“范”字。“‘范’字当作竹，以竹为笵”輥輵訛；以没有草字头“氾”字
来作为“范”，估计除去竹以外还有以泥来制范的现象。由于
此种范无相应部首可依的缘故，故取“范”字的声旁———
“氾”而代之，像这类似的现象在古文字中不乏其例。“范”字，
可释读为：“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
也”輥輶訛，其与“计”合为“计范”。这一动宾词组，可释读为：“必
熟谙火候泥性，方能计算加减，以定模范”輥輷訛。
虽然“计范”在字面上能够得到以上的释读，但这样的

释读在宋代的制瓷业里不太可能会得到出现或运用；这是

由于宋代瓷范有非常多的种类和数量，所以“范”早在宋代
以前就应该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一般说来，动词“计”的后
面直接加上抽象性的概念名词，在宋代的有关资料中基本

上没有发现；刊发在上海科学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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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 3辑》中由封绍柱、张浦生、杨
李撰写的《广西容县、藤县、北流三个青白瓷窑出土印模浅
探》里的“绍兴二年壬戌岁梁二朗号记”，“嘉熙二年戊戌岁
春季龙念叁造目”，“开禧丁卯腊月凌水何绍仙拙工”刻记对
此可作证明。因而，将这条刻记中的最后一字辨识为“范”，
在宋代制瓷业的修辞习惯面前，其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再
深究细察此字，还可以发现此字在笔画数量与风格上既不

同于“记”，又不同于“汜”，也不同于“氾”；在此字右旁的
“巳”的竖弯钩中部不仅多出了一短横，并且在整个字的刻
写风格也变成了连笔草书；其左偏的“三点水”在连笔草书
有相当多的同例可循。不仅如此，通过此字与古代草书的
“酒”字相比照，可以发现此字与草书体的“酒”字，既有基本
笔法、笔顺的相同，也有字型构造上的相似；卓吾等人所写
的草书体的“酒”字（图二）、湖田窑宋代地层出土的瓷罐残
片上和温酒钵底面上刻有的具有草书体意味的“酒”字，都
为此字为草书体的“酒”字提供了笔法、笔顺和构造上的依
据；在同种的器物当中，有两件也刻有草书变异更大的“酒”
字，也为当时当地的“酒”字刻写风格的多样化提供了样式
（拓片二）。因此，这条刻记中的最后一字，应当为“酒”字；造
成此一“酒”字难认、异识和错读并不奇怪，这除了古代草书
样式的“酒”字今人不常见外，在当时使用硬物为笔和在湿
胚上刻就，也会使草书体的“酒”字有些变形和走样。
从字面对“计酒”进行释读，可释读为：“计算酒的量”；

或可释读为：“计量酒的量”。

三、“计酒”与这种器物的具体用途、
形制特征之间的关系

将“计酒”两字刻于此件器物之上，说明此件器物与“计
酒”这一行为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并且这种内在联系直接与

此件器物的具体用途相关联。根据“凡器之成，各有依准”輦輮訛

的原则，这件器物的具体用途也与器物的本身形制、特征有
着直接关系。
这件器物刻记中的“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和“吴惠

成”、“吴六郎”，是这件器物制作的时间、制作人的姓名与行
第之名。这些刻记文字只对这件器物的制作年代和制作人
有考证作用，但对这件器物的具体用途、形制特征不能予以
说明。在这种意义之上，“计酒”在字面上的释读还是没有将
刻于这件器物上的“计酒”之意予以解读；只有将这件器物
的具体用途和形制特征加以考辨，才有可能从象征系统和

叙事媒体的综合表达中把“计酒”之意真正地解读出来。
这类器物无一胎体不厚重，无一内部不中空，其的中部

也都有穿壁孔，有的还有竖向贯穿柱孔；除此之外，其形体

为上部圆柱、下部喇叭座，器表、器内多无釉等使其丧失成
为酒器器皿的可能；连液体都无法盛装，那就更无法作酒的

计量，也在“计酒”的释读上无法得到回应。此种器物作为一
种用具，即作为生产某种酒器内空容量的模具，“计酒”之意
的释读就能清晰、形象起来。“欲求立胚之准，必先模子”輦輯訛，
而模子与范一样，“必熟谙火候泥性，方能计算加减，以定模
范”輦輰訛。定有标准内空容量酒器之模，同样需要计算，而且需
要更精确的计算；将有更为精确计算的酒器内模的制作过

程用“计酒”来作归纳就有了理由。宋代的酒瓶有些有计量
功能可为其佐证輦輱訛，便说明“计酒”在宋代有过实施。因此，这
件器物的具体用途和形体特征在“计酒”的对应中，并且按
照荀子所主张“制名以指实”的概括里,依这件器物之上的刻
记称其为“计酒”就有了依据。这件器物显然是一种用具，所
以称其为“计酒”具也就同样有了依据。
将这件器物考证为某种酒器的内空模具，那“计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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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也就有了正确的表述，即定模者为具有标准内空容量

的酒器而制作模具的设计；这种设计与制作过程，也可简称

为“计酒”。

四、“计酒”具的确定

载于《宋会要辑稿·食货》卷 20中的“宋太祖乾德四年
闰八月颂《令有司定酒价给量器诏》‘京城民沽酒者规利颇
多，令有司计其蘖曲米之用，定其价直，官给胜量之器”。此
条史料中的“官给胜量之器”的“胜”，作“盛”字而用；而盛量
之器由官给之，可见宋代政府已对全国的酒业有了控制性

的措施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官给”的“胜量之器”，应该是一
种有标准计量的容器。既然是“官给”的容器，那其的计量就
必须具有规范性，规格和形式也必须具有制度性与一致性；

并且这种官给容器在当时一定为数不少，所以还需要批量

来进行生产。在宋代，容器能够进行批量生产的种类，估计
除却了瓷器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品种来充当此用。而批量
生产的瓷器，则有“画一”的要求；因此，生产这种批量化的
瓷制容器，必用模具。
有宋一代，酒流转、盛装、销售主要的容器是瓶；在有关
文献中记载的“买一瓶酒”，说明瓶在宋代对酒已经作出了
标准计量。从瓶在宋代酒业中的作用和地位来看，能够“计
酒”的瓶应该是“官给胜量之器”的首选；同时，用于盛酒的
瓶也能够把“计酒”一辞予以形象的解读。
对“官给胜量之器”还有一种解释；要做到所有的酒业
之人都得到“官给胜量之器”，那其的数量一定是非常惊人
的。因此，能否可以这样认为；所谓的“官给胜量之器”，实际
上是“官给胜量之模”，并将“模”的制作交于“必熟谙火候泥
性”者，而“必熟谙火候泥性”者，“计算加减，以定模范”。宋
代朝廷通过对“定模”者的挑选和控制，以达到调控酒业生
产的目的。正是制模者身负如此之重的责任，在模具之上刻
有其的谍簿之名和行第之名也就成了必作之事。

五、结 语

宋代“计酒”具的出土，体现了陶瓷生产已从器物外形
的“画一”輦輲訛提升到器物内空容量标准化的制作水平上；这不
仅是制瓷能力的发展，而且还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以“计酒”
具为内模来限定酒器的容量，从而对酒业进行行政性的调

控和经济上的制衡确实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同时，在有
利于酒流转和酒课征缴的意义上，“计酒”具应当是宋代一
种制度性的用具，也是宋代酒业贸易和交易的物化表现。
用瓷制模具来制作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非常流行。如

按照成型方法分类,有原制模、胎制模和范制模三种；如按照
用途分类，又有成型模、印花模、整型模三种。“计酒”具在这
几种模具里，应该属于原制模中的成型模那一种輦輳訛；尽管可

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但由于“计酒”具的加工对象是何种器
皿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答案，故而对酒器的制作需要更多的

研究和探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中，除了从

“必须与原样相似”与“凡器之成，各有依准”輦輴訛为出发点去寻

找与其相应的产品形式外，还需要从湖田窑出土宋代器物

中得到其相应酒器的实际存在。值得指出的是，“计酒”具的
制作只是治模者所为，在制作”计酒”具的过程中的”计酒”
也只是一种设计性的计算；而对那未知酒器的制作和生产，

工匠虽借助于“计酒”具，其实是将其作为所用用具中的一
种来使用而已；对那种未知酒器的整个加工程序、生产流
程，“计酒”则无法归纳，也无法作出表达，应该会有符合这
种酒器加工特征的专门词组来作概括。

注释：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尘封瑰宝》； 江西美术出

版社，1999 年。
②、④ 徐长清：《湖田窑瓷制喇叭形具考》；《文物》2000

年第 12 期。
③ 湖田窑陈列馆的何身德先生持此一说。

⑤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⑥、輥輶訛、輥輷訛、輦輮訛、輦輯訛、輦輰訛、輦輴訛 （清）朱琰：《陶记》；见傅振伦

的《〈陶记〉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 年。
⑦ 《汉书·东方朔传》：“教书计相马御射。 ”颜师古注：

“计， 谓用算也”；《后汉书·冯勤传》：“八岁善计”。 李贤注：

“计，算术也”。

⑧ 余家栋：《江西波阳宋墓》，《考古》1977 年第 4 期。
⑨ 《宋会要辑稿. 食货志五十八》。
⑩ 佐佐木达夫：《日本海的陶瓷贸易》；《中国古外销陶

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輥輯訛、輥輴訛 余家栋：《江西陶瓷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輥輰訛 《尔雅·释名》，郭醭注：“汜，水出去复还”。

輥輱訛 《尔雅·释丘》，郭醭注：“汜，水无所通者”。

輥輲訛 《淮南子·道应训》：“汜，通涘。 至于河上，而航在一

涘”。

輥輳訛 “氾光湖，‘氾’一作‘范’，或误作‘汜’，在江苏宝应

县南。 古时候湖面东西宽，南北窄，南通津湖，西南通洒火

湖。 明以前为漕运所经，后因风大浪高，漕船有颠复之险，万

历十二年（1584 年）在其东另开越河通漕运”；见《辞海·氾字
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輥輵訛 《陈皓集》：“范字当作竹，以竹曰笵”；见《辞海·范字

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出版。
輦輱訛 （宋）赵麟德：《候腈录》卷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

焉。 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

盛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出版。
輦輲訛 方以智：《陶雅》：“而式之同者，必贵画一。 有模子以

定其规制”。

輦輳訛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考古学专
刊》，中国科学出版社，1965 年。

（文中“酒”字草书体均摘自于 1983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聂文豪等所著的《历代名家草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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